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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奇文”溯源看魯迅、
陳寅恪的“小説”觀念 ①
張麗華
　 　 【摘　 要】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奠定了 ２０ 世紀關於中國
小説史的主流論述。然而，在這部經典著作中，以“小説”之名串
聯起來的對象，如六朝鬼神志怪書、《世説新語》、唐傳奇以及宋元
話本之間，其文體的異質性其實極大。陳寅恪在《韓愈與唐代小
説》、《元白詩箋證稿》等論著中對唐傳奇與古文運動之關係的發
覆，在觀念和方法上皆與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構成了重要的學
術對話。本文擬從魯迅與陳寅恪對唐傳奇文體淵源的論述爲切
入點，來探討他們在“小説”觀念上的差異及其文學史方法的内在
對話關係。
【關鍵詞】《中國小説史略》　 志怪　 傳奇　 胡應麟　 《韓愈
與唐代小説》　 《元白詩箋證稿》
１９３６年，魯迅去世之後，周作人寫了《關於魯迅》一文，對魯迅在學問、
文藝兩方面的工作皆作了一番“蓋棺論定”。其中，論及《中國小説史略》
（下簡稱《史略》）的學術史地位和價值，有如下評價：
　 　 其後研究小説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
各有收獲，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
① 　 　本文爲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跨文化的文類構建》（項目批准號：
１３ＹＪＣＺＨ２４５）的階段成果。
説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説的稽考恐怕還没有更詳盡的著作。①
周作人的這番評價頗爲中肯，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在唐前的古小説鉤沉和
宋元的章回小説研究之間，唯獨漏掉了魯迅關於唐代小説的論述。１９３６
年，《哈佛亞細亞學報》創刊號刊出陳寅恪的《韓愈與唐代小説》（Ｈａｎ Ｙü
ａｎｄ Ｔ ａｎｇ Ｎｏｖｅｌ）一文，論述了韓愈的古文創格與《玄怪録》、《傳奇》這類唐
代小説之間的關係②。這篇遠隔重洋、似乎突如其來的論文，恰恰可以視爲
是對魯迅《史略》論述唐傳奇的一個潛在回應。此後，在 １９５０ 年結集出版
的《元白詩箋證稿》中，陳寅恪更爲系統地論述了他對唐代傳奇文“原起及
體制”的看法，其觀念和方法，皆與魯迅的《史略》構成了重要的學術對話。
１９３０年代，陳寅恪的文史之學，從域外文獻與漢典的比勘逐漸過渡到
了對中古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進入了其學術創獲最爲豐富的時期，而
其學術對話的對象，也從國際漢學逐漸轉向了五四一代的中國學者。陸揚
的近作《陳寅恪的文史之學———從 １９３２ 年清華大學國文入學考試試題談
起》，從陳寅恪的“對對子”理論出發，令人信服地考釋了 １９３２ 年前後陳寅
恪與胡適在考證《西遊記》故事來源以及禪宗研究上的學術互動③。關於陳
寅恪和魯迅的學術關聯，雖然他們對唐傳奇的論説，各自對後世皆有著深
遠影響④，但或許因缺乏直接的論據，其間的關係一直少有論述。孔慶東、
張彦合作撰寫的《論魯迅、陳寅恪對唐傳奇的考評》⑤一文，對魯迅、陳寅恪
二人關於唐傳奇的論説，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比對，但未能揭示其間的學
術關聯；劉克敵的若干論文，提及了陳寅恪與魯迅之間可能的對話⑥，卻未
能深入。
１９３０年，魯迅在《史略》修訂本的《題記》中寫道：“大器晚成，瓦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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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知堂（周作人）《關於魯迅》，載於《宇宙風》１９３６年第 ２９期，第 ２６５頁。
Ｔｓ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ｈ 陳寅恪，“Ｈａｎ Ｙü ａｎｄ Ｔ ａｎｇ Ｎｏｖｅｌ，”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
（１９３６）：ｐｐ．３９ ４３．
陸揚《陳寅恪的文史之學———從 １９３２年清華大學國文入學考試試題談起》，載於《文史哲》２０１５
年第 ３期。
對於魯迅和陳寅恪各自開啟的唐傳奇研究路徑及其後續影響，陳珏在《中唐傳奇文“辨體”———
從“陳寅恪命題”出發》（《漢學研究》第 ２５卷第 ２期）一文中論之頗詳，可參閲。
孔慶東、張彦《論魯迅、陳寅恪對唐傳奇的考評》，載於《學術界》２０１１年第 ３期。
參閲劉克敵《誦經説法與小説家言———試論陳寅恪關於佛教與中國古代小説演變關係的研究》
（《中國文學研究》１９９８年第 ２期）及《魯迅的魏晉文學研究及與劉師培、陳寅恪相關研究之比
較》（《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二文。
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傑構於來哲也。”①１９３５ 年，在此書
的日譯本序言中，他又感歎道：“這一本書，不消説，是一本有著寂寞的運命
的書。”②可見，在魯迅生前，《史略》始終未曾遭遇足以讓魯迅感到棋逢對
手的讀者和批評者。陳寅恪的《韓愈與唐代小説》最初以英文發表，１９４７ 年
纔經程千帆譯成中文，想必魯迅生前以及周作人在 １９３６ 年撰寫《關於魯
迅》一文時，皆未曾寓目；而《元白詩箋證稿》１９５０ 年纔由嶺南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室結集出版，其初版爲線裝本，流傳未廣。此後不久，魯迅便被樹立
爲思想與文學的權威，其小説史研究更是成爲不容置疑的典範。陳寅恪對
《史略》的“對話”及其背後的小説文體研究思路，雖曾對 ４０ 年代清華的文
史學者如浦江清、王瑶等産生了一定影響③，但並不足以撼動魯迅小説史的
典範地位。後世學者對陳寅恪的具體立論，如關於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
係，以及將傳奇文的“文備衆體”歸結爲唐代科舉行卷之風等，有不少商榷、
討論與修正④；然而，對其背後的學術理路及其與魯迅小説史範式所構成的
對話關係，卻缺少詳盡的探討。鉤稽這一段學術史，或可減少魯迅的“悲
涼”和“寂寞”之感；而仔細勘察二者立説背後的“小説”觀念及其文學史研
究路徑的不同，對於仍舊依違於中西、新舊文學觀念的今天而言，或許仍然
不乏啟發意義。
一、“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
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中，對唐傳奇在小
説史上的文體淵源，提出了如下著名論斷：
　 　 小説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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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魯迅《〈中國小説史略〉題記》，《魯迅全集》第 ９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３頁。
魯迅《〈中國小説史略〉日本譯本序》，《魯迅全集》第 ６卷，第 ３６０頁。
參閲浦江清《論小説》（載《當代評論》第 ４卷第 ８、９期，１９４４ 年）中對歷代小説觀念之演變的論
述，以及王瑶《中古文學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中的《小説與方術》一節。
黄雲眉《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文史哲》１９５５年第 ８期）及王運熙《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
關係》（《文學遺産》１９５７年總第 １８２期）二文，較早對陳寅恪的立論提出了質疑和商榷；程千帆
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版）則重提陳寅恪命題，將其“行卷”
説發揚光大，並作了一定的修正。
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
則始有意爲小説。
（中略）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
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喻以抒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
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①
這兩段話將“志怪”與“傳奇”之間的演進關係，論述得十分清晰：後者相對
於前者的演進，在於“敘述婉轉、文辭華艷”，而二者共同的文類特質則在於
“搜奇記逸”。這一論斷，由於脈絡清晰，且暗合了以虚構的散文敘事爲内
涵的現代小説（ｆｉｃｔｉｏｎ）觀念，很快就被當時的學者所接受，並被後來的研究
者奉爲圭臬；從“志怪”到“傳奇”的演進思路，幾乎主導了此後半個多世紀
中國古代小説研究的範式。
《史略》是由魯迅 １９２０年代在北京幾所大學講授小説史的講義編撰而
成，其成書過程值得關注：在正式出版之前，有 １９２１年的油印本講義《小説
史大略》（十七篇）②及 １９２３ 年的鉛印本講義《中國小説史大略》（二十六
篇）③供内部使用；１９２３年 １２月和次年 ６月，分上下兩册由北京大學新潮社
正式出版，書名始定爲《中國小説史略》，１９２５年 ９月，北新書局出版了此書
的合訂本，１９３０年魯迅又對此書進行了修訂，再版發行④。值得注意的是，
魯迅的“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這一論斷，在 １９２１ 年的油印本講義中尚
無蹤影，最早奠定這番論述的，乃是 １９２３ 年的鉛印本講義。筆者對勘了
《史略》正式出版前的這兩個講義本，發現關於唐傳奇的論述，油印本和鉛
印本的差别極大。與其他篇目只是局部增補不同，鉛印本講義（以及隨後
以之爲底本的新潮社、北新書局刊本）的《唐之傳奇文》上、下兩節幾乎是重
寫：在最初的油印本講義中，這兩節題作《唐之傳奇體傳記》，在簡要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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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魯迅《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上）》，《魯迅全集》第 ９卷，第 ７３—７４頁。
這一講義 １９７７年由單篇講義整理，最早刊於《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１９７９年版）第 ４輯（復刊號），第 ３４—１１４頁。
這一講義 １９８５ 年由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整理（以許壽裳藏本爲基礎），載《鲁迅研究资
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１７ 輯，第 ３—１９４ 頁；這一鉛印本講義另有北京大學
圖書館藏本，相關介紹與考證見李雲《北大藏魯迅〈中國小説史大略〉鉛印本講義考》，載於《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關於《史略》詳細的版本情況，可參考呂福堂《〈中國小説史略〉的版本演變》，載唐弢編《魯迅著
作版本叢談》，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６１—７９頁。
了《玄怪録》、《傳奇》等傳奇集之後，即分類介紹了唐人的單篇傳奇體“記
傳”———魯迅按照題材，將之分爲“異聞”和“逸事”兩大類，異聞類中又分
出“寓意以寫牢落之悲”者（如《枕中記》）和“棄翰墨以抒窈窕之思”者（如
《柳毅傳》），逸事類中則分出“記時人情事”者（如《霍小玉傳》）和記“更外
軼聞”者（如《東城老父傳》）；這與鉛印本講義以及後來通行的版本中按照
文本或作者生卒年的時序加以討論的方式———如從“猶有六朝志怪流風”
的《古鏡記》開始，到中唐之後的《霍小玉傳》、《虯髯客傳》等，顯然大異其
趣。此外，油印本講義中的這兩節，隻字未提唐代傳奇文與六朝志怪書的
關係。這意味著，魯迅《史略》中的“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這一著名文
學史論斷，是在 １９２１至 １９２３年這短短兩年間形成的。
魯迅何以在短短兩年間對唐傳奇的論述，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下文
將加以討論；這裏想要指出的是，對於這一論斷，魯迅自己並非全無疑義。
１９３５年，在《六朝小説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别？———答文學社問》一文
中，魯迅即對《史略》的論斷進行了修正。他首先指出，六朝人的小説觀念
與宋代以後並不一樣，他在《史略》中所討論的“六朝鬼神志怪書”，如《搜
神記》、《續齊諧記》等，六朝人並不將之視爲小説；而六朝人視爲小説的作
品（如《世説新語》），則並無記敘神仙或鬼怪的，所寫的多爲人事，且往往排
斥虚構，因此與注重“搜奇記逸”且作者通常故意顯示虚構痕迹的唐代傳奇
文，乃是截然兩樣的文體；接下來，他便宕開一筆，爲唐代傳奇文追溯了另
一位“祖師”：
　 　 但六朝人也並非不能想象和描寫，不過他不用於小説，這類文章，
那時也不謂之小説。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陶潛的《桃花源記》，
其實倒和後來的唐代傳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聖賢高士傳贊》（今僅
有輯本），葛洪的《神仙傳》，也可以看作唐人傳奇文的祖師的。①
一旦跳出“小説史”的框架，魯迅便將唐傳奇的文體淵源，追溯到了《大人先
生傳》、《桃花源記》這類具有虚構意味的六朝記傳文章；這顯然與《史略》
中提出的“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的著名論斷，形成了内在的矛盾。
陳寅恪似乎看準了這一曖昧情形，他在 １９３５ 年撰寫了《韓愈與唐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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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魯迅《六朝小説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别？———答文學社問》，《魯迅全集》第 ６卷，第 ３３５頁。
説》一文，後由 Ｄｒ． Ｊ． Ｒ． Ｗａｒｅ 譯成英文，刊於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哈佛亞細亞學
報》第 １卷第 １號。在此，陳寅恪獨闢蹊徑地指出，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人
物韓愈，其《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并序》諸作，實乃“以古文爲小説之一種
嘗試”（“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ａ ｎｏ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ｗéｎ”）①。在文章中，陳寅恪仔
細論證了韓愈爲時人所詬病的“尚駁雜無實之説”，其實指乃是《玄怪録》、
《傳奇》這類唐代小説，因這類作品在“文體”（“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上雜有詩
歌、散文諸體，在“作意”（“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ｅ”）上受佛、道兩教的影響，堪
稱“駁雜”，而於“本事之性質”（“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上則包含了大
量神鬼故事和罕見異聞，又可謂“無實”；由此他得出“愈於小説，先有深嗜。
後來《毛穎傳》之撰作，實基於早日之偏好”②的推論，换言之，作爲唐代古
文大家的韓愈，其古文的創格，實與《玄怪録》、《傳奇》這類小説作品的廣泛
傳播，有密切關係。
《毛穎傳》是一篇以“毛筆”爲主人公的擬人化的俳諧之文，在時人心目
中是與沈既濟的《枕中記》同類的作品，其史才文筆，則被譽爲與《史記》不
相上下③。魯迅 １９２３年鉛印本講義《中國小説史大略》論及唐代傳奇文時
也提到了這篇作品，並將其文體淵源上溯至《大人先生傳》、《桃花源記》等
六朝記傳文章，但爲了引出“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這一小説史論斷，他
著力撇清“傳奇”與這類作品的淵源關係：
　 　 幻設爲文，晉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傳》，劉伶之《酒德頌》，
陶潛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皆是矣，然咸以寓言爲本，文詞爲末，
其流可衍爲王績《醉鄉記》、韓愈《毛穎傳》等，而無涉於傳奇。④
在《史略》的新潮社刊本以及隨後北新書局各版中，魯迅基本沿用了鉛印本
講義這一論述，只不過將《毛穎傳》替换成了《圬者王承福傳》（韓愈）、《種
樹郭橐駝傳》（柳宗元）等更具古文意味的作品———不難看出，在修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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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ｓ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ｈ 陳寅恪，“Ｈａｎ Ｙü ａｎｄ Ｔ ａｎｇ Ｎｏｖｅｌ，”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
（１９３６）：ｐ．４１；程會昌中譯《韓愈與唐代小説》，載《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４４１頁。
Ｔｓ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ｈ陳寅恪 １９３６，ｐ．４０；《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 ４４１頁。
參見李肇《國史補》、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引自《韓愈與唐代小説》，載於《陳寅恪
集·講義及雜稿》，第 ４４１—４４２頁。
魯迅《中國小説史大略》（鉛印本講義），載於《魯迅研究資料》第 １７輯，第 ３９頁。
略》的過程中，魯迅在著意强化“古文”與“小説”的楚河漢界。相比之下，
在《韓愈與唐代小説》中，陳寅恪則徑直指出，韓愈《毛穎傳》這類作品乃是
試圖“以古文爲小説”。這無疑是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
陳寅恪在行文中並未點明他所針對的具體對象，只是在文末似乎泛泛
的寫道：“今之治中國文學史者，安可不于此留意乎！”①不過，《陳寅恪讀書
札記二集》收録了經他批校的《唐人小説》（汪辟疆校録，１９３１ 年上海神州
國光社再版）一書，在《題辭》部分的批注中，即可見出《韓愈與唐代小説》
一文的撰寫思路，而《唐人小説》一書書末則附録有《魯迅唐小説史略》（即
《史略》的第八、九、十三章）。汪辟疆校録唐人小説，在版本校勘上比魯迅
的《唐宋傳奇集》更勝一籌②，然就小説史識見而言，卻未能超出魯迅的眼
界。譬如，在 １９３１年刊出的講演《唐人小説在文學上之地位》中，汪氏雖然
强調唐傳奇與六朝志怪的差異，但其根本的文學史構架，仍然是承魯迅的
《史略》而來，甚至不惜直接襲用其中的字句，如“迄于李唐，始有意爲小説之
創作”，“唐人小説之絶異于六朝者，其一則在掇拾怪異，偶筆短書，本無意于
小説之作也；其一則在搜集題材，供其掞藻，乃始有意爲小説者也”③等；换言
之，在他這裏，唐傳奇已被不證自明地置於六朝志怪的延長線上來討論。
實際上，不僅是專治唐人小説的汪辟疆，魯迅在《史略》中所構建的從
“志怪”到“傳奇”這一小説演進思路，幾乎被 １９３０ 年代新舊各派的小説史
學者所徵引，並輾轉沿襲，成爲當時普遍接受的文學史論述。譬如舊派文
人范煙橋的《中國小説史》，儘管其“小説”範疇囊括詞曲、傳奇，但論及唐人
小説時，仍然徵引了魯迅《史略》的説法④；譚正璧的《中國小説發達史》則
徑直稱：“傳奇的起源，當然是六朝鬼神志怪書的演進。”⑤此外，郭箴一的
《中國小説史》論及隋唐小説時，其第一節乾脆題爲“唐始有意爲小説”，内
容則基本上是對魯迅《史略》論唐代傳奇文的白話翻譯⑥。如此看來，陳寅
恪在《韓愈與唐代小説》文末提及“今之治中國文學史者”，並非無的放矢；
他在 １９３５年撰寫此文並提出韓愈“以古文爲小説”的論點，顯然有糾正當
·５６１·從“傳奇文”溯源看魯迅、陳寅恪的“小説”觀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説》，載於《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第 ４４３頁。
參閲任美鍔《讀〈唐人小説〉》，載於《中國新書月報社》第 １卷第 ６ ／ ７期（１９３１），第 ２７—３０頁。
汪辟疆先生講演、南昌章璠筆記《唐人小説在文學上之地位》，載於《讀書雜誌》第 １ 卷第 ３ 期
（１９３１），第 ２—３頁。
范煙橋《中國小説史》，蘇州：秋葉社 １９２７年版，第 ４４—４５頁。
譚正璧《中國小説發達史》，上海：光明書局 １９３５年 ８月版，第 １３７頁。
郭箴一《中國小説史》，長沙：商務印書館 １９３９年版，第 １２２—１２３頁。
時治文學史者“從志怪到傳奇”之俗見的意味，而其鋒芒所向，或者説真正
意欲對話的對象，自然是這一論述的“始作俑者”———魯迅。
隨後，在 １９４０年代相繼撰寫的《讀鶯鶯傳》、《長恨歌箋證》等後來收入
《元白詩箋證稿》的文章中，陳寅恪將他在《韓愈與唐代小説》一文中初步提
出的觀點進一步系統化，提出了唐代傳奇文與古文具有“同一原起及體制”
的著名論斷：
　 　 唐代貞元、元和間之小説，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復更輾
轉爲後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體制也。（中略）此種文體
之興起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係，其優點在便於創造，而其特徵則尤在
備具衆體也。①
所謂“備具衆體”，即一文中同時具備“史才、詩筆、議論”，陳寅恪認爲，這是
唐代貞元、元和間的新興文體———傳奇文與古文共同的“體制”；而其“原
起”則與其時古文運動的文體改革訴求，即“一應革去不適於描寫人生之已
腐化之駢文，二當改用便於創造之非公式化古文”②，有密切關係———小説
因其文體的“駁雜無實”，“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③，因此成爲
嘗試的先鋒。這一似乎從詩歌箋釋中斜逸出去的“當時文體之關係”的論
述，其實乃是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提出的核心的文學史論斷，此書
第五章論及元白新樂府，即將這一文體演變的思路，從“文備衆體”的小説
範疇推廣到詩歌的領域：
　 　 樂天之作新樂府，乃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少陵詩之體制，改進
當時民間流行之歌謡。實與貞元、元和時代古文運動鉅子如韓昌黎、
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書》、《左氏春秋》之文體試作《毛穎傳》、《石鼎
聯句詩序》、《鶯鶯傳》等小説傳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適
相符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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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４頁。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 ３—４頁。
同上書，第 ４頁。
同上書，第 １２５頁。
在此，陳寅恪爲文學史的演進，提供了一個模型（或者説一種結構模式），即
一種新文體的興起（如唐傳奇、新樂府），乃是由於文人用雅正文體試作民
間俗文學的結果。這種打破雅俗分野的文學史結構模式，雖與胡適的“一
切新文學皆來自民間”的論斷，略有幾分相似，但其背後討論文體演進的思
路，卻與胡適、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化人的線性（或“進化”、或“循環”）文學
史觀相去甚遠①，反倒接近於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許克洛夫斯基（Ｖｉｃｔｏｒ
Ｓｈｋｌｏｖｓｋｙ）提出的“百凡新體，只是卑不足道之體忽然列品入流”②。文體的
歷時變遷並非陳寅恪關注的重心，他所關注的是共時的結構，即一時代的
文體與文體之間以及文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將《韓愈與唐代小説》和《元白詩箋證稿》中關於唐代傳奇文與古文運
動之關係的討論連綴起來，陳寅恪三四十年代的這些論述，可以説與魯迅
在《史略》中將唐傳奇的文體淵源追溯至六朝鬼神志怪書，並將之與“韓柳
輩之高文”明顯區隔開來的小説史論斷，形成了持續的對話關係。近些年
來，學界關於傳奇文文體淵源的討論，漸漸擺脱了“志怪説”的樊籠，轉而關
注六朝雜傳③或者唐代的文化史和社會史因素④，隱然有一種從魯迅到陳寅
恪的範式轉移。不過，就單純的對於唐代傳奇文的文體感覺而言，魯迅和
陳寅恪二人之間，其實並無牴牾。如果考慮到在 １９２１ 年的油印本講義《小
説史大略》中，魯迅乃是用“傳奇體傳記”來稱呼和統核唐代單篇傳奇作品
的（在正文中則間或稱作“傳奇體記傳”），則不妨認爲，他在 １９３５ 年的《六
朝小説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别？———答文學社問》中的論述，更能代
表他對唐代傳奇作品最初的閲讀感受；而關於傳奇文之“文備衆體”（即傳
文與詩歌共同構成一不可分之“共同機構”）的立論，亦並非陳寅恪的獨到
之見⑤。陳寅恪與魯迅真正的對立（或者説“對話”）之處，在於二者建構小
説史或者説文學史的不同路徑，而其背後所藴含的“小説”觀念的差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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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胡適、周作人文學史觀的内在一致性，參閲拙著《現代中國“短篇小説”的興起———以文類
形構爲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 ４月版，第一章《導論》中的論述。
譯文引自錢鍾書《錢鍾書集·談藝録》，北京：三聯書店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９８頁。
代表論著爲孫遜、潘建國《唐傳奇文體考辨》，載於《文學遺産》１９９９年第 ６期。
代表著作有〔日〕小南一郎著、童嶺譯《唐代傳奇小説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上引汪辟疆 １９３１年的講演文章中，已提及唐傳奇每每有“以詩歌敘入文本”的情形；而魯迅
１９３５年的《答文學社問》一文，已敏鋭地指出“李公佐作《南柯太守傳》，李肇爲之贊，這就是嵇
康的《高士傳》法；陳鴻《長恨傳》置白居易的長歌之前，元稹的《鶯鶯傳》既録《會真詩》，又舉李
公垂《鶯鶯歌》之名作結，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記》”，參見《魯迅全集》第 ６卷，第 ３３５頁。
是構成這一學術對話的重要緣由，值得仔細分梳。
二、依違於古、今之間：魯迅的“小説”觀
魯迅在《史略》中關於唐傳奇的論述，另一個廣爲徵引的論點是唐“始
有意爲小説”。論者多以此爲論據，認爲唐傳奇乃是符合魯迅心目中現代
小説觀念的理想文體，甚至推而論之，認爲唐傳奇纔是中國小説的起源，或
者説標誌著中國小説文體的真正獨立①。這其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關詩
珮曾從魯迅這一論斷出發，探討了魯迅《史略》背後的現代小説（ｆｉｃｔｉｏｎ）觀
念———“第一爲獨造，第二爲虚構”②，其分析頗爲周詳，但在闡述過程中將
魯迅在《史略》中的論述與 １９３５ 年的《六朝小説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
别？———答文學社問》並爲一談，且並未注意到這一論述在《史略》前後版
本中的變遷，難免對問題有所簡化。如果將魯迅這一論斷置於其立説的
前後語境之中，則問題並没有如此簡單。這涉及魯迅《史略》的整體撰述
思路，即如何在中、西傳統之間建構中國“小説”及其歷史，值得仔細
分辨。
上文已經論及，將《史略》出版前的兩種講義本進行對勘，可以發現，魯
迅關於唐傳奇的論述，前後差異極大，他爲後世廣爲徵引的“傳奇者流，源
蓋出於志怪”及唐“始有意爲小説”等論斷，皆是首次出現在後來的鉛印本
講義中。那麽，何以短短兩年之間，魯迅的論述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呢？
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１９２１年 ５ 月，上海中國書局出版了一本署名
“郭希汾”（即郭紹虞）編的《中國小説史略》，這是對日本學者鹽谷温《支那
文學概論講話》一書中關於小説部分的翻譯。在此，鹽谷温將唐人單篇傳
奇分爲“别傳”、“劍俠”、“艷情”和“神怪”四類來進行討論，若對照魯迅最
早的油印本講義，不難發現，魯迅對“唐之傳奇體傳記”的四種分類頗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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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上引汪辟疆的論述之外，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亦稱唐代傳奇文“是中國文學史上
有意識的寫作小説的開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 ２册，北京：北平樸社出版社 １９３２年版，第
４９３頁），直至董乃斌《從史的政事紀要式到小説的生活細節化———論唐傳奇與小説文體的獨
立》（載《文學評論》１９９０年第 ５期），仍持相似的論點。
關詩珮《唐“始有意爲小説”：從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看現代小説（ｆｉｃｔｉｏｎ）觀念》，載於《魯迅研
究月刊》２００７年第 ４期。
鹽谷温此書爲藍本的地方①。從這個角度來看，魯迅在鉛印本講義中大幅
調整論述方式，可能與他有意要和已有中譯本的鹽谷温氏的著作區分開來
有關。不過，如果從魯迅在鉛印本講義中開始的關於唐之傳奇文的諸多立
論來看，則明代詩論家及藏書家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下簡稱《筆叢》）
中關於“小説”的論述，在其中起了更爲關鍵的作用。
魯迅在《史略》中對胡應麟的引述，最爲著名的是第一章《史家對於小
説之著録及論述》②，這一章的目的是要從目録學的角度觀察歷代史家對於
小説的論斷。在徵引了《漢書》、《隋書》、新舊《唐書》等四種史書的《藝文
志》或《經籍志》中關於“小説”的著録之後，魯迅引用了胡應麟在《筆叢》中
關於小説的六種分類，隨後再接上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胡應麟的分類
將歷來史志並不著録的“傳奇”納入小説範疇，這給魯迅隨後在《史略》中用
三章的篇幅論述唐傳奇（含傳奇集及雜俎），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然而，在衆
多的官修史書中，插入胡應麟的個人著述，卻未免令人略感突兀。對勘
１９２１年油印本講義的第一篇《史家對於小説之論録》，我們立即可以發現，
胡應麟的著作原本並不在魯迅的引述之列！
將對勘的範圍再略微擴大，我們還可發現，在《史略》的前八章中，相對
於最初的油印本講義，後出的版本幾乎每一章都有因胡應麟的《筆叢》而帶
來的不同程度的增補和修訂———或出現在鉛印本講義，或出現在新潮社初
版本；或直接引用，或間接挪用。由於 １９２１ 年油印本講義中始終未曾出現
胡應麟的蹤迹，我們可以推斷，魯迅大約是在 １９２１年至 １９２３年間閲讀到胡
應麟《筆叢》一書的，而此書則對魯迅的小説史論述（尤其是前半部分），帶
來了極大的影響，其中關於唐傳奇的論述，更是出現了結構性的調整。
胡應麟在《筆叢》的《九流緒論》和《二酉綴遺》中有不少篇幅論及小
説。在胡應麟這裏，“小説”是一種與“類書”相似、横跨經史子集但同時又
無法在已有的分類體系中得到明確定位的知識範疇。《筆叢》卷二十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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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類所舉作品來看，魯迅的“異聞”類中的兩種大致對應鹽谷温的“神怪”類，“逸事”類中的
前者大致對應“艷情”和“劍俠”類，後者則對應“别傳”類；不過，在魯迅這裏，“頗涉神怪”的“異
聞”排在最前，而“近于人事”的“逸事”在後，與鹽谷温從“别傳”到“神怪”的排列秩序恰好相
反，其中又可約略見出二者重心的不同。
鉛印本講義《中國小説史大略》抽去了油印本中的第一章《史家對於小説之論録》，但隨後 １９２３
年 １２月新潮社初刊本《中國小説史略》（上册）即收録了經過大幅修訂之後的此篇，此後北新書
局各版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動。從這一細節可以推知，魯迅《史略》定本中的第一章，應該是在鉛
印本講義完成之後纔修訂完畢的。
流緒論（下）》云：
　 　 小説，子書流也。然談説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迹
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棨《本事》、盧環《抒情》，例以詩話、文
評，附見集類，究其體制，實小説者流也；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
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説也。①
這一段話之後，即接著魯迅在《史略》第一章所引用的胡應麟關於小説的六
種分類（志怪、傳奇、雜録、叢談、辯訂、箴規）。如此看來，總體而言，胡應麟
對於小説的看法，其實並未超越傳統書目家的眼光。在魯迅所引用的自漢
至唐宋的史志文獻中，“小説”始終是一個收納被其他門類排除在外的著作
遺編的寬泛概念，從“小説”類目在歷史上的擴容和變化中，我們很難觀察
到小説本身的概念變遷，卻能清晰地看到子部和史部不斷純化的過程。在
胡應麟這裏，“小説”在已有知識系統中的處境，没有發生根本的改變。
不過，或許出於明代人對於“怪”、“異”文學的愛好，或許出於藏書家對
於搜集珍奇異籍的本能，胡應麟在《筆叢》中關於“小説”的論述，還是出現
了一些新變。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試圖用“志怪”來概括“小説”
的某種本質屬性，並試圖以編集的方式，來爲“小説”窮原竟委。《筆叢》卷
三十六《二酉綴遺（中）》即透露了他的兩種小説編撰計劃：
　 　 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國策》）、《紀年》、《周穆》等書
之語怪者，及《南華》、《冲虚》、《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
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説苑》之載戰國者，
凡環異之事匯爲一編，以補汲塚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
喜，當百倍于後世小説家云。②
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于明，凡小説中涉怪
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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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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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８３頁。
同上書，第 ３６２頁。
同上書，第 ３６３頁。
這兩種計劃，一種是要補汲塚《瑣語》，一種是要續《太平廣記》，前者乃胡應
麟所認定的“古今小説之祖”，後者則是世人所公認的自晉至唐的野史傳記
小説之集大成者。可惜這兩項計劃均未能實現，胡應麟又心有不甘地
寫道：
　 　 幼嘗戲輯諸小説爲《百家異苑》，今録其序云：（後略）①
從胡應麟這些編撰活動和計劃中可以看出，“環異”、“涉怪”，成爲他所理解
的“小説”的某種核心屬性（即在編集過程中，可以視作排他性的標準），或
者可以説，是他所認同的“小説”之正宗。這正是爲什麽胡應麟在他的六種
小説分類中，會把“志怪”排在第一位。粗略來説，“志怪”（述怪志異），是
胡應麟從名目衆多的小説家著述中提取出來的一個編撰書籍時具有一定
排他性或者主流的標準，這是他接近於現代人看法的地方，但這並不意味
著他已然具備了等同於現代虚構敘事作品（ｆｉｃｔｉｏｎ）的小説觀念———除志怪
與傳奇之外，其六種分類的後四種———雜録、叢談、辯訂、箴規，根本與
“ｆｉｃｔｉｏｎ”概念相去甚遠②。
由此我們可以回到魯迅對胡應麟的引述。胡應麟在《筆叢》中關於“志
怪”的辨訂，不同程度地滲透進了魯迅鉛印本講義之後各版《史略》前幾章
的論述之中。我們不妨對照一下油印本講義和鉛印本講義《六朝之鬼神志
怪書（上）》的開頭：
　 　 秦漢以來，神仙之説本盛行，漢末又大行鬼道，而小乘佛教亦流入
中國，日益興盛。凡此，皆張皇鬼神，稱述怪異，故漢以後多鬼神志怪
之書。③
·１７１·從“傳奇文”溯源看魯迅、陳寅恪的“小説”觀念　
①
②
③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第 ３６３頁。
Ｌｕａｒａ Ｈｕａ Ｗｕ （吳華）在“Ｆｒｏｍ Ｘｉａｏｓｈｕｏ ｔｏ Ｆｉｃｔｉｏｎ：Ｈｕ Ｙｉｎｇｌｉｎｓ Ｇｅｎ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ａｏｓｈｕｏ”（ｉ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５，Ｎｏ．２ ［Ｄｅｃ．，１９９５］，ｐｐ．３３９ ３７１）一文中，從文類研究
（ｇｅｎｒｅ ｓｔｕｄｙ）的角度，仔細分析了胡應麟的小説理論，認爲他在將“小説”界定爲一種具有敘事
性（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ｉｔｙ）、文學性（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和虚構性（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文類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一分析帶有明顯後設的西方文學觀念。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不得不承認，“小説”在胡應麟那
裏，仍然是一個包含了各種亞文類———敘事的與非敘事的、文學的與非文學的、虚構的與非虚構
的———涵蓋性文類（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ｇｅｎｒｅ）。
魯迅《小説史大略》（油印本講義），載於《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 ４輯（復刊號），第 ５０頁。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説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
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道，稱道靈異，
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
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爲小説，蓋當
時以爲幽明雖殊塗，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
自視固無誠妄之别矣。①
和油印本講義相比，鉛印本及後來各版《史略》增加的部分，正是胡應麟在
《筆叢》中反復强調的地方，即六朝人的述怪志異，乃是因爲相信鬼神皆爲
實有，這也是當時諸多鬼神志怪書（如《列異記》、《續齊諧記》等）在《新唐
書》之前的史家目録中被編入史部雜傳類的緣由。魯迅在《史略》中提出的
唐“始有意爲小説”、“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等論斷，應該在這一脈絡和
背景中來理解②。我們不妨再回到魯迅的原文：
　 　 小説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爲小
説。胡應麟（《筆叢》三十六）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録舛
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説以寄筆端”。其云“作
意”，云“幻設”者，則即意識之創造矣。③
置於《史略》的上下文中來看，魯迅所謂唐“始有意爲小説”，其實是相對
於前面的“（六朝人）非有意爲小説”而言的；而這裏的“小説”，顯然應該
在胡應麟的語境中來理解：六朝文人筆下的“張皇鬼神，稱述怪異”，多是
實録（“傳録舛訛”），並非有意“志怪”，而唐人則是“假小説以寄筆端”，
有意爲之。换言之，所謂唐“始有意爲小説”，差不多即等同於唐“始有意
爲志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史略》中這一影響了中國學界
半個多世紀的論斷，正是在胡應麟之“志怪 ＝小説”論的背景中被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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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魯迅《中國小説史大略》（鉛印本講義），《魯迅研究資料》第 １７輯，第 ２１頁。
劉金仿、李軍均《唐人“始有意爲小説”的現象還原———從胡應麟的“實録”理念出發》（《鄂州大
學學報》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一文，將魯迅關於唐傳奇的論述還原到胡應麟《筆叢》的語境中，分析了
魯迅的現代小説觀念與胡應麟的小説理念之間的邏輯錯位以及由此引起的文體淆亂，頗具啟發
意義；但此文將胡應麟的小説理念歸於“實録”，卻過於籠統，掩蓋了魯迅與胡應麟之間趨同的
一面。
魯迅《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上）》，《中國小説史略》，《魯迅全集》第 ９卷，第 ７３頁。
出來的。
當然，魯迅並没有對胡應麟的論述亦步亦趨，他以胡應麟爲媒介引出
從“志怪”到“傳奇”這一小説史論斷的同時，又對胡應麟的小説觀念進行了
現代化的改造。胡應麟在《筆叢》中説到“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説以寄筆
端”時，對這類作品的評價並不高：“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
夜怪録》稱成自虚，《玄怪録》元無有，皆但可付一笑，其文氣亦卑下無足
論。”①魯迅在引述時略去了這一評價，並下一轉語，將“作意”、“幻設”解釋
爲有意識之創造，由此，被時人視爲卑俗文體的“傳奇”，便因緣際會地與現
代“小説”（ｆｉｃｔｉｏｎ）耦合了起來。此外，在胡應麟小説分類的舉例中，“志
怪”包含六朝之後的《酉陽雜俎》，而“傳奇”也囊括唐前的《趙飛燕傳》；换
言之，胡應麟所分的六種小説類型是平行並列的，他從未在“志怪”與“傳
奇”之間建立遞進關係，正如“辯訂”和“箴規”之間不存在歷史聯繫一樣。
而魯迅《史略》中的“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論一出，則似乎“志怪”歸於
六朝，而“傳奇”則歸於唐宋，其背後隱然又有一種“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
現代史觀。
從上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魯迅在《史略》中建構中國小説
史時，其“小説”觀念依違於古、今之間的情景。魯迅在書寫中國小説史時，
與明代胡應麟的處境，其實略有幾分相似，即既需要直面傳統目録學意義
上的“小説”類别———這是一個收納其他分類體系不斷排除在外的作品的
雜類，同時又需要吸納當代對於小説的主流理解（這裏又包含著觀念在歷
史上的不斷演化，如在胡應麟那裏是“述怪志異”，在魯迅這裏則又加上了
“散文體虚構敘事”———即 ｐｒｏ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爲“小説”界定出相對清晰的外
延。因此，在建構小説史時，既希望以歷史的方式去闡釋、尊重當時人的觀
念，同時又免不了以當下的觀念爲框架去選擇和組織材料。於是，在魯迅
的《史略》中，六朝鬼神志怪書、《世説新語》、唐代傳奇文、宋元話本和章回
小説，這些體例不同且互相之間具有巨大異質性的文類，被串聯在一起，構
成一部連綿不斷的“中國小説史”。時至今日，這一中國“小説史”的紛紜面
貌，並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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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第 ３７１頁。
三、西學爲體、中學爲用———陳寅恪的“小説”論
對於魯迅建構中國小説史時，其“小説”觀念依違於古、今之間的情形，
陳寅恪其實早有洞悉。魯迅在《史略》《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
引述了吳均《續齊諧記》中的“陽羨鵝籠記”，並引了兩則印度佛經作爲參
證，以揭示六朝文人筆下志怪故事的域外來源及其跨文化的流傳過程。印
度佛教故事如何流傳至中土並發生演變，進而影響到中國文學，這正是
１９３０年前後陳寅恪所關注的話題①。１９３０年，陳寅恪在《清華學報》發表了
《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一文，考證《三國志》曹冲、華佗二傳中所
記載的“曹冲稱象”以及華佗“斷腸破腹”的故事，皆有印度文化的來源———
“巨象非中原當日之獸，華佗爲五天外國之音”②。若將此文與《史略》第五
篇進行參看，則不難讀出陳寅恪與魯迅進行“對話”的意圖：在魏晉六朝，
不僅僅是《續齊諧記》這樣的“志怪書”受到具有神話色彩的佛教故事的影
響，即便被後世視爲謹嚴之正史的《三國志》，亦有佛教故事雜糅附會於其
中。上文已經論及，《續齊諧記》這類六朝述怪志異之書，在宋代以前的史
家目録中，原本就屬於“史部雜傳類”，對此魯迅在《史略》第一章中已有明
確的論述；换言之，《續齊諧記》中的“陽羨鵝籠記”與《三國志》中的“曹冲
稱象”、華佗的“斷腸破腹”之間，在魏晉六朝人心目中，並没有顯著的文類
區隔，更没有後世的“虚構（小説）”與“寫實（史傳）”之分。陳寅恪此文，看
起來是對魯迅論“陽羨鵝籠記”的補充和呼應，但無形中卻揭示了《史略》的
内在矛盾：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從“史部雜傳類”中分離出來，納入“小説
史”的敘述，是否帶入了後設的文學眼光，而與時人的文類觀念有所背離？
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被譽爲現代學術史
上的“雙璧”；然而，與王國維之“戲曲”概念的邊界清晰相比，《史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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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這一時期刊出的《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１９３０）、《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
演變》（１９３０）等文章中，陳寅恪即對佛教故事的演變及其體裁如何影響於中土的章回小説有精
闢的論述。此外，陳寅恪此時還在清華大學國文系開設了《中國文學中佛教故事之研究》、《佛
教翻譯文學》等課程，前者即“專就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演變加以比較研究”（《國立
清華大學一覽（１９３２）》，第 ４０頁）。
陳寅恪《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清華學報》第 ６卷第 １期（１９３０），第 ２０頁。
“小説”概念，卻不乏曖昧含混之處。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除了“戲曲”和
“小説”這兩種現代文類自身概念的明晰程度不同之外，更爲重要的是，作
爲一種書籍部類（子部之一）的中國傳統“小説”，與作爲現代文學概念之下
四大文類之一的“小説”之間，的確存在著扞格難入之處，況且，自漢唐至宋
元、明清，中國自身的小説觀念還在發生著不斷的演化。對於《史略》之“小
説”觀念的依違於古、今之間，我們今天不必持後見之明去過於苛責；然而，
對於同時熟悉中西文學傳統、且對文化間的傳播與誤讀十分敏感的陳寅恪
而言，自是不難洞悉其間的曲折，而他則選擇了一種與魯迅迥乎不同的方
式，在古今中西的“小説”之間建立對話的途徑。
在陳寅恪這裏，“小説”在很大程度上擺脱了傳統目録學的視野，它與
作爲子部之一的書籍部類的觀念相去甚遠，而是被視爲一種繁詳的、寫實
的描寫和敘事方式，不受特定時代或特定文化傳統中具體文類的限制。在
《論再生緣》一文中，陳寅恪曾自述其對彈詞七字唱這類“小説”的態度
轉變：
　 　 寅恪少喜讀小説，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
知其内容大意後，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及長遊學
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
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搆章遣詞，繁複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
甚差異，絶不可以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
此體小説之意，遂漸減損改易矣。①
將彈詞與天竺、希臘的史詩名著相提並論，陳寅恪這一大膽的中西文學之
比較（比附），曾引起不少學者的驚駭；這是否比擬不倫，暫且不論，這裏想
要指出的是，陳寅恪在 １９５０ 年代仍將彈詞置於“小説”的譜系中來討論，這
一觀念似傳統而實現代，其背後隱然有一條西方文學從史詩到 ｎｏｖｅｌ 的脈
絡；换言之，他其實是以西洋“小説”（ｎｏｖｅｌ）的標準在界定彈詞。此文論及
《再生緣》的結構時，陳寅恪果然又對中西小説的優劣進行了一番比較：
　 　 吾國小説，則其結構遠不如西洋小説之精密。在歐洲小説未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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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寅恪《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 １頁。
譯爲中文以前，凡吾國著名之小説，如《水滸傳》、《石頭記》與《儒林外
史》等書，其結構皆甚可議。（中略）哈葛德者，其文學地位在英文中，
並非高品。所著小説傳入中國後，當時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廬深賞其
文，至比之史遷。能讀英文者，頗怪其擬於不倫。實則琴南深受古文
義法之熏習，甚知結構之必要，而吾國長篇小説，則此缺點最爲顯著，
歷來文學名家輕視小説，亦由於是。一旦忽見哈氏小説，結構精密，遂
驚歎不已。①
在陳寅恪看來，《再生緣》之“結構精密，系統分明”，在中國長篇敘事文學中
實爲異類，因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這背後以西方文學中的長篇敘事文
學———史詩和 ｎｏｖｅｌ爲準繩的趣味，一望而知。
除了關注結構之外，陳寅恪從西洋文學的史詩和 ｎｏｖｅｌ 中所提煉的“小
説”要素，還有敘事的“繁複冗長”，而這一點，在他論述元、白詩以及唐代傳
奇文時，得到了集中體現。所謂“繁複冗長”，並非文章的重複拖沓，而是指
敘事描寫能盡曲折之詳。《元白詩箋證稿》論及元稹的艷詩與悼亡詩，陳寅
恪特别提到元稹之長於繁詳描寫的“小説家之天才”：
　 　 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係。（中略）
微之天才也。文筆極詳繁切至之能事。既能於非正式男女間關係如
與鶯鶯之因緣，詳盡首之於會真詩傳，則亦可推之於正式男女間關係
如韋氏考，抒其情，寫其事，纏綿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詩一體之絶唱。
實由其特具寫小説之繁詳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②
元稹之文，曾被白居易批評爲“辭犯文繁”，而在陳寅恪看來，“文繁”之病，
對於小説而言，卻正可用其所長，元稹的《鶯鶯傳》及其傳誦一時的艷詩與
悼亡詩，皆得力於此。陳寅恪曾比較《鶯鶯傳》與韓愈《毛穎傳》的得失：
　 　 《毛穎傳》者，昌黎摹擬《史記》之文，蓋以古文試作小説，而未能甚
成功者也。微之《鶯鶯傳》，則似摹擬《左傳》，亦以古文試作小説，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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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陳寅恪《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 ６７頁。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 １０３頁。
能成功者也。蓋《鶯鶯傳》乃自敘之文，有真情實事。《毛穎傳》則純爲
遊戲之筆，其感人之程度本應有别。夫小説宜詳，韓作過簡。《毛穎
傳》之不及《鶯鶯傳》，此亦爲一主因。①
此外，在箋釋白居易的《長恨歌》時，提到宋人詩話喜舉杜甫《北征》、《哀江
頭》等詩爲例，批評《長恨歌》“詳寫燕妮之私，不曉文章體裁”，陳寅恪又爲
之辯護道：
　 　 《長恨歌》本爲當時小説文中之歌詩部分，其史才議論已别見於陳
鴻傳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詳悉敘寫燕妮之私，正是言情小説文
體所應爾，而爲元、白所擅長者。②
敘事描寫的“詳繁切至”，在陳寅恪看來，乃是古今中外的“小説”所應共享
的文體屬性；而元、白詩歌（尤其是長篇敘事詩），則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這
一“小説”特質，因此在杜甫所代表的主流詩學之外，開啓了一條另類的詩
歌傳統。
“繁詳”的文章風格背後，是對寫實性的追求；而對於日常生活細節、社
會風俗以及人物内心世界言無不盡的“寫實”，正是 １８ 世紀以降西方小説
（ｎｏｖｅｌ）核心的文類屬性③。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分析元稹《夢遊
春》、《恨妝成》等艷詩時，特别注意到其中對於女性妝飾的詳盡描寫，並指出：
　 　 夫長於用繁瑣之詞，描寫某一時代人物妝飾，正是小説能手。後
世小説，凡敘一重要人物出現時，必詳述其服妝，亦猶斯義也。④
在陳寅恪看來，作爲“小説能手”的元稹，其《夢遊春》詩所述鶯鶯裝束，“實
貞元年間之時勢妝”，這一貞元年間流行的“暈淡眉目、綰約頭髮，衣服修廣
·７７１·從“傳奇文”溯源看魯迅、陳寅恪的“小説”觀念　
①
②
③
④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 １１９頁。
同上書，第 １１—１２頁。
可參考 Ｉａｎ Ｗａｔｔ 對 １８ 世紀英國小説之“形式寫實主義”（ｆｏｒｍ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的討論，Ｉａｎ Ｗａｔｔ，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ｆｏ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ｐｐ．９ ３４。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 ９６頁。
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艷”的時尚，與天寶年間的“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
點眉眉細長”，以及“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的“元和妝梳”皆
有區别，因此“乃有時代性和寫實性，非同後人艷體詩之泛描”①。正是這一
繁詳的、寫實的“小説家之天才”，使得元稹的詩作（也包括白居易的部分作
品），在詩歌本身的價值之外，還具備了社會風俗史料的價值。陳寅恪在
《元白詩箋證稿》中的“以詩證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於此；至於被他
稱作“唐代小説”的傳奇文，如《鶯鶯傳》、《東城老父傳》、《續玄怪録》等，則
更是可以從中讀出“有時代性和寫實性”的道德風俗、服裝制度乃至宫闈秘
事等歷史訊息②，因此，不僅爲唐代文人之傑作，更是被他視作貞元、元和時
代之“良史料”。
如果我們將陳寅恪在《論再生緣》一文中所披露的從西洋史詩讀到中
國彈詞的心路歷程聯繫起來，則不難體會出他在討論元、白詩和傳奇文之
“小説”特質時，其背後的西學語境；换言之，或許正是由西方敘事文學（如
史詩、ｎｏｖｅｌ）所熏陶出的趣味，纔使得陳寅恪著意於發掘中國詩文的另一個
傳統———摹寫現實，他對元、白詩和唐代傳奇文的興趣，可以説很大程度上
與此有關。在 １９５４年發表的《論韓愈》一文中，陳寅恪曾將韓愈以新禪宗
思想來廓清南北朝以來儒家繁瑣章句之學的方式，稱之爲以“天竺爲體，華
夏爲用”③；若借用這一説法，則他自己的“小説”觀念以及論述小説的方
式，便堪稱“西學爲體，中學爲用”。
儘管以“西學爲體，中學爲用”，陳寅恪並没有將西方小説與中國固有
的“小説”概念進行“格義”④。他以西方文學中的史詩和 ｎｏｖｅｌ 爲參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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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 ９６頁。
參閲陳寅恪《讀鶯鶯傳》、《讀東城老父傳》、《順宗實録與續玄怪録》諸文。蔡鴻生在《從小説發
現歷史———〈讀鶯鶯傳〉的眼界和思路》（載錢伯城、李國章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 ６２ 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２４３—２５６頁）一文中，對陳寅恪《讀鶯鶯傳》如何以小説證史，進
行了詳細解讀，可參閲。
陳寅恪《論韓愈》，載於《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第 ３２３頁。
“格義”典出《高僧傳·竺法雅傳》“……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陳
寅恪在《支湣度學説考》一文中對此有詳盡討論，在他看來，六朝僧徒“取外書之義，以釋内典之
文”的方法，皆與竺法雅的“格義”法相似；此種取本土學説去闡釋外來文本的“格義”之學，看似
融通，實則附會，乃“我民族與他民族二種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
編》，第 １７３頁）。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一文中，陳寅恪又痛切地指出：如竺法雅之“取内
典外書以相擬配”的“格義”方法，“實爲赤縣神州附會中西學説之初祖”（《陳寅恪集·金明館
叢稿而編》，第 ２５２頁）。
“小説”視爲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繁詳、寫實的敘事和描寫方式，這使得他
在根本上將“小説”從傳統目録學的視野中解放出來，並獲得一種靈活和通
達的跨文類的視角。這裏我們可以回到陳寅恪的“傳奇文溯源”，即他對唐
代小説與古文運動之關係的發覆。陳寅恪通過引用趙彦衛《雲麓漫鈔》而
提出的“行卷”之説，後世學者有不少討論和質疑，但其中小説應當“文備衆
體”的觀點，卻很少引起關注。實際上，和“行卷”之説比起來，小説乃一種
兼備史才、詩筆和議論的混合文體，是陳寅恪在這一問題上所提出的更爲
核心的論點，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關於《長恨歌》與《長恨傳》乃一“不可
分離之共同機構”，以及元稹《連昌宫詞》實“深受白樂天、陳鴻《長恨歌》及
傳之影響，合併融化唐代小説之史才、詩筆、議論爲一體而成”等重要推論，
皆是由此而來。在此，小説（唐傳奇）不僅與古文具有“同一原起及體制”，
並且與詩歌亦構成“共同機構”的關係，後世的文學觀念中詩、文和小説的
文類區隔，被徹底打破；實際上，不僅是打破文類區隔，“小説”，在陳寅恪這
裏，根本就視爲一種“文備衆體”的“結構”，這種“結構”可以在詩、文和小
説（傳奇）等不同的歷史文類中得以實現。
將“小説”視爲一種摹寫現實、同時又“文備衆體”的混合結構，這不禁
令筆者聯想起奥爾巴赫的名著《摹仿論》。在此書中，奥爾巴赫對西方文學
從荷馬史詩到 １９世紀小説之再現現實的諸種形式進行了卓越的分析，而
在他所例舉的各種具有革新意味的“寫實”模式（如《舊約》的崇高寫實主
義、但丁的形象寫實主義、１９ 世紀法國小説的環境寫實主義）中，皆無一例
外地出現了“文體的混用”（ｔｈ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ｙｌｅｓ），即打破高（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ａｓ）、低
（ｈｕｍｉｌｉｔａｓ）文體在風格和主題上的層級關係①。陳寅恪所謂的“文備衆
體”，與奥爾巴赫之“文體混用”的内涵略有不同，但它同樣是其“小説”論
述中的一個結構性要素；而在陳寅恪看來，小説這種文體上的“駁雜”，也正
好提供了文學革新的推動力。他在《長恨歌箋證》中論述韓愈的古文改革
爲何要以傳奇文（小説）爲先導時指出：
　 　 碑誌傳記爲敘述真實人事之文，其體尊嚴，實不合於嘗試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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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體混用”是奥爾巴赫《摹仿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關於這一概念及其内在辯證關係的分析，
可參閲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ｏｒ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ｅ ｉｎ Ｅｒｉｃｈ Ａｕｅｒｂａｃｈｓ ‘Ｍｉｍｅｓｉｓ’，”ｉｎ：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３８，Ｎｏ．２ （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ｐｐ．３５３ ３６９。
而小説則可爲駁雜無實之説，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實深
合嘗試且兼備宣傳之條件。①
在上引《韓愈與唐代小説》一文中，小説的“駁雜”，即被陳寅恪解釋爲在主
題上受佛、道兩教的影響，在文學形式上雜有詩歌、散文諸體。在這個意義
上，小説的“文備衆體”與碑誌傳記的“體式尊嚴”構成了一組對立項，所謂
“體式尊嚴”，意味著主題與風格間的匹配關係不易被打破，而小説在文體
上的“駁雜”，則爲文學革新與文體試驗提供了更好的契機與土壤。這與奥
爾巴赫對“文體混用”及其文學史功能的討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上文已經論及，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討論元、白樂府詩時，又將
他的這一文體演進思路，從“文備衆體”的小説範疇推廣到了詩歌領域。因
此，如奥爾巴赫一般在高、低文體的融合與互動中勘察出文學演進的動力，
乃是陳寅恪論述文學史的一種重要結構模式。實際上，這一超越雅俗分野
的文體觀與跨文類的文學史結構模式，在陳寅恪最早討論敦煌佛曲與章回
小説文體時，即已初露端倪。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０ 年間，陳寅恪對羅振玉《敦煌
零拾》中所載三種佛曲皆有所論列，通過推論佛曲所演何經，並與原始經文
進行互勘，陳寅恪對佛曲及後世章回體小説、彈詞的文體淵源，提出了如下
著名論述：
　 　 佛典製裁，長行與偈頌相間，演説經義自然仿效之，故爲散文與詩
歌互用之體。後世衍變既久，其散文體中偶雜以詩歌者，遂成今日章
回體小説。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詩歌合體者，則爲今日之彈詞。②
從佛經原典到演説經義的佛曲，再到章回體小説和彈詞，雖然文體的高低
雅俗有别，但其内在的形式（即散體與韻體互用）卻有一脈相承之處。這種
跨越雅俗文野、直接從功能和形制上去把握文體的方式，使陳寅恪獲得了
一種非凡的文學史洞察力。在推論維摩詰故事在印度和中國“衍變孳乳之
途徑”時，陳寅恪將這一通達的文體觀，表達得更爲顯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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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陳寅恪《陳寅恪集·元白詩箋證稿》，第 ４頁。
陳寅恪《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２卷第 １期（１９３０），第 ６頁。
　 　 若更推論之，則印度之《頂王經》、《月上女經》，六朝之《佛譬喻
經》、《思維三昧經》等，與維摩詰本經之關係，亦猶《説唐小英雄傳》、
《小五義》以及重夢後傳之流，與其本書正傳之比。雖一爲方等之聖
典，一爲世俗之小説，而以文學流别言之，則爲同類之著作。然此祇可
爲通識者道，而不能喻於拘方之士也。①
在陳寅恪看來，如《頂王經》、《佛譬喻經》這類佛經，與《説唐小英雄傳》、
《小五義》等小説具有同樣的“演義”機制，因此在文學流别上，便可不拘雅
俗，視爲同類著作。這裏我們可以回到陳寅恪在《論再生緣》中將彈詞與史
詩相比附，是否比擬不倫的問題。在陳寅恪的論述脈絡中，彈詞（小説）之
體，既可與“方等之聖典”的佛經相提並論，以之比附西洋史詩，自然不在話
下；這與他在三四十年代將“傳奇”與唐代“古文”的原起與體制相提並論，
正是一以貫之的邏輯。只是，這一超越了雅俗文野的文體洞見，對於後世
拘於形貌的論文者（即陳寅恪所説的“拘方之士”）而言，難得“瞭解之
同情”。
將陳寅恪 １９３０年代談論佛典與章回小説體裁、１９４０ 年代論唐代傳奇
文的文體淵源，以及 １９５０ 年代在《論再生緣》中對彈詞與西方史詩和小説
的比較連綴起來，不難看出，其中關於“小説”文體的論述，頗有一脈相承的
地方。總體而言，在陳寅恪這裏，“小説”被視爲一種摹寫現實的混合性文
體，或者説，一種可同時容納散體與韻體，或是同時容納詩、文與議論的“結
構”，其文體地位較低，但卻藴含著巨大的文學革新的能量與契機。這種
“西學爲體、中學爲用”的“小説”觀念，以及超越了雅俗文野的偏見、同時又
在高低文體的互動中勘察出文學演進動力的眼光，使得陳寅恪對於中國
“小説”之起源與流變的討論，得以從單一文類史（“小説史”）的視野中解
放出來，通過與同時代其他文體的比較，與更爲廣泛的社會史與文化史現
象相連接，從而獲得更爲圓融和立體的解釋。這種跨文類的結構性的文學
史視野，與魯迅的“小説史”所提供的線性演進模式相比，顯然大異其趣，它
爲我們研究文體在社會歷史中的起源與演變，提供了另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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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寅恪《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２卷第 １期（１９３０），第 ９頁。
四、結　 　 論
自 １９世紀中葉開始，隨著西洋小説的觀念與形式逐漸進入中國，新學
之士在中、西小説之間的“格義”，即不曾停止。魯迅的《史略》奠定了 ２０ 世
紀關於中國小説史的主流論述；然而，在這部經典著作中，其“小説”觀念仍
然難免依違於古（中）、今（西）之間。陳寅恪敏鋭地洞悉了魯迅《史略》中
“小説”概念的曖昧與含混之處，他在《韓愈與唐代小説》、《元白詩箋證稿》
等論著中對唐傳奇與古文運動之關係的發覆，與魯迅的《史略》構成了重要
的學術對話。
與魯迅的“小説史”之依違於古、今之間不同，陳寅恪理解和論述中國
“小説”的方式，堪稱“西學爲體、中學爲用”。以西方文學中的史詩和 ｎｏｖｅｌ
爲參照系，陳寅恪從根本上將“小説”從一種書籍部類，或是特定文化語境
中的文類（ｇｅｎｒｅ）概念中解放出來，將之視爲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摹寫現實
的混合文體，從而跨越不同文化的鴻溝，實現古今中西的對話。這種“小
説”觀念，也使得陳寅恪在討論中國“小説”及其文學史問題時，在很大程度
上擺脱了魯迅《史略》的困境，不再糾纏於作爲子部之一的傳統“小説”與作
爲現代文學概念之下四大文類之一的“小説”之間的牴牾，也不再受制於
“虚構”與“非虚構”這對後來的概念範疇，可以在一種超越了單一文類史的
結構性視野中，以更貼近歷史本原的方式，去探討與“小説”相關的諸種歷
史性文類（如唐傳奇、章回小説、彈詞等）在具體社會情境中的起源及其在
文學史中的演變。陳寅恪與魯迅《史略》的“對話”及其所提供的“小説”文
體研究的方法與視野，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學史研究而言，仍然極具啓發
意義。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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